
晚明的白银北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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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晚明时期，为了满足防卫蒙古的军事要求，从全国征收的大量税银被搬运

到北边九镇，“白银北流，往而不返”成为当时人士慨叹银荒的习以为常的话语。 本文从经

济思想的角度，对晚明白银北流问题加以探讨。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讨论白

银北流问题和当时政治抗争的关系。 反对隆庆和议和北边款市的论者特别尖锐地批评白

银流出作为款市的恶果，以媚外和贪污为由攻击内阁当权者。 第二部分分析当时通过铸

钱、开矿等方法来试图解决银荒的若干提议，并且探讨提出这些方案的论者之经济观。 第

三部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长期视野中讨论这些议论的意义，指出晚明人士对待白银

北流问题的思考方法为清初康熙年间和清代后期道光年间银荒时期的经世论者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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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在康熙初年成书的《明夷待访录》中，有如下叙述：
二百余年，天下金银，纲运至于燕京，如水赴壑。 承平之时，犹有商贾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

多故以来，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

金银而去。 此其理尚有往而复返者乎？①

这里所谓的金银实际上指的是白银，“白银北流，往而不返”是明末清初人士的共识。 明代中期

以后，为了满足北边的军事要求，从全国征收税银运往北边，这是历史事实，尽管其精确数量和流路

还有待研讨。 本文想进行的与其说是对白银北流这一事实的详细探讨，不如说是围绕白银北流的经

济思想研究，亦即试图弄清当时官员、士人们对白银北流问题的看法。 由于白银北流和银荒问题密

切相关，以往较多研究都从货币史的角度来关注明末清初围绕白银北流问题的讨论。 但从其他方面

来看，“天下金银，纲运至于燕京，如水赴壑”也可说是财政问题，“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则是贸易

和对外关系的问题，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敛天下之金银而去”属于贪污问题。 明末时期，各种人

物关于白银北流的讨论侧重于哪一方面？ “白银北流，往而不返”是通过怎样的过程而成为明末清初

人士习以为常的话语？ 这些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意义何在？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提出初步

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款市问题与白银北流

（一）对款市的批评

在晚明时期，忧虑白银北流的言论不胜枚举，其中有不少与北边款市问题密切相关。 “款市”是
指讲和与互市，亦即怎样处理明朝和蒙古等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一对外政策问题。 在此举出若干

比较典型的例子。
嘉靖二十九年（１５５０）发生了庚戌之变，俺答率领的蒙古军大举入侵，包围了北京城。 俺答的目

的是强迫明廷允许朝贡，以获得中国物产。 这个事件震动了明朝政府，关于是否允许俺答朝贡，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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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 最终政府决定，不准许朝贡而以开马市代之。 但对马市也有人提出强烈的批评意见，其论据

之一在于财政问题。 例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在《罢开马市以绝边患疏》中指出：
胡虏之产马有穷，中国之生财有限……以马与银数计之，每年市马约数十万匹，四五年间须

得马数百万匹，每年约用银数百万两，四五年间须费银数千万两。 一旦胡虏之马已尽，中国之财

告乏，将安处乎！ 永久之计，将安在乎！①

刑部四川司主事董传策则把北边军费问题和对内阁首辅严嵩的批评结合了起来：
今户部所发岁不下百万，至为一切苟且之谋日不暇给，而诸将边臣尚深结［严］嵩心以求掩

己之败。 所请财富大半入嵩之家，或以数万希图内转，或以盈箱冀掩丧师。 转展馈送，殆无虚

日，遂令军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赡，虏至闭城，任其得利而去。②

杨继盛指出马市费用会导致中国财富的匮乏，而董传策则指斥边臣侵吞边饷并勾结内阁当权

者。 这些论点为万历以后款市反对论者所承袭，但嘉靖年间的边饷问题不如万历年间严重，因此白

银北流似乎还没有成为款市论争的中心议题。
嘉靖三十年，宣府、大同、宁夏开设马市，但由于俺答要求增加交易额，纠纷复发，马市仅一年余

便告终。 隆庆四年（１５７０）九月，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逃至大同附近的长城边界，投降明朝。 明朝政

府又开始了有关俺答封贡的讨论，并于翌年决定封贡通市，封俺答为顺义王。 关于隆庆和议、俺答封

贡的决策过程已经有不少研究，③在此只略看一下当时围绕款市的争论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分

歧。 如果明朝与蒙古讲和成立，可以节省许多战费，这一点为大多数人所承认，但关于讲和带来的互

市、抚赏等措施之得失，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比如，户科给事中宋应昌对抚赏提出如下异议：
滥赏之风既开，则各种诸酋，动称以事到边，告求赏赉，则中国之财币有限，夷虏之贪嗜无穷，将

应其求，则势诚难继，不应其求，则兵端遂起……夫国家每岁出内帑数百万以充边，犹称匮乏，尚可

于军饷银两动支以贿虏乎？ 每岁养兵亿百万以御虏，犹称单弱，尚可减撤兵卒以自弱边备乎？④

当时担任宣大陕西总督的王崇古在内阁（首辅李春芳、次辅高拱，以及张居正、赵贞吉）的同意下

推进和议，其关于互市、抚赏的构思如下：（１）按弘治初年的先例施行互市。 “虏以金银牛马皮张马尾

等项，各镇商贩以缎绢布疋锅釜等物”，在虏使进贡之后允许交易。 交易期间大约以一个月为期。 由

官员监管市场，如发现不堪用的商品和违禁物品，便取缔交易。 每场互市结束以后，监督官将“各客

商发卖过货物及得获夷价银物”查明造册，并报告巡抚、总兵官。 监督官对夷马商货课税，每年以所

征收的税银充抚赏之用。 （２）至于给与蒙古人的抚赏，除了互市的税收以及停战后省出的赏功优恤

之费以外，还从各镇年例客饷中支出 ３ ０００ 乃至 ５ ０００ 两，买备绸缎布匹分发给蒙古人作为抚赏。⑤

依照该计划，原则上政府在互市中不用支出官银，反而能征税。 讲和后必需的新增费用只是每镇数

千两的抚赏费而已。 与停战后节省的战费相比，这些抚赏费微乎其微。 因此，按该计划，边饷问题应

该在和议成立后趋于解决。 但与王崇古的预测相反，围绕款市的争论在隆庆和议后并未止息。
虽然“今十余年来，边无牧马，其利害可睹已”，但批评款市的官员还不在少数，正所谓“款市以

来，封疆之臣谭利，文学之臣谭害”。 如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到十二年间担任内阁大学士的余有丁即在

《款虏策问》中指出，反对北边款市的势力相当强大，“虏初款市，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反对者的

论据有三：“气久而不运不振，器久而不操不习”，“虏贪索无厌，而我经费有限，不与之是弃前功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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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首，与之则无力而给之，非损内帑，则剥军膏”以及“藉口和款，纵横出入不为限，我之情形，备尝之

矣“。① 显而易见，其中第二条属于财政问题。 下面所引南京监察御史孟一脉《急救时弊以崇圣德以

图万世治安疏》（万历十一年十月）即反映了当时从财政角度批评北边政策的比较习以为常的论调。
今郡县仓帑，或舟而输京，或辇而运边，在百姓则倾终岁之勤动，不能供惟正之国税……臣

观今之边势……今以中国之文币绮绣为夷狄之日用常服，名虽贡市，实以媚夷，是使中国之力日

益损而夷狄之气日益骄。 边臣假贡市以赂虏，虏每肆窃掠以邀赏，彼此相欺，以诳陛下。②

万历十八年六月在甘肃发生的洮河之变，使北边款市问题重新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③ 当时俺

答已经去世，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与俺答第三夫人三娘子统治蒙古诸部，但其统制力不如俺答时代

强，无法制止在青海活动的火落赤部落扰乱明朝治下的甘肃洮河地区。 扯力克起初出兵帮助火落

赤，但三娘子接受了明朝将领的劝导，让扯力克东归，事变由此平息。 这个事件被朝野人士视为款市

政策失败的明证，主战论者彻底否认款市在财政上的意义。 比如陕西巡茶御史崔景荣在万历十八年

七月的塘报中对隆庆和议以来的款市政策批评如下：
虏以老弱之马牛，易我有用之金银，是中国财货与投之江河无异也。 总计各边市赏之费，每

年止以四十万计，和款二十年来，已将八百万与虏矣。 使有此八百万之财在今日，何至匮乏如

是。 况每年所费，又不止四十万也。 未和之先，财在中国，既和之后，财入夷狄，此所以官民俱受

困苦之害，而司农有告匮之忧也。④

又有兵科给事中张贞观在万历十八年七月的《请罢市赏决战守疏》中说：
臣谓今日之市赏必不可不罢，而战守必当决也……市本抚赏诸费，计每岁不下百万，而日加

月益，且至朘削军士之月饷以足之……如众流之归大海而一去不复返者，而岁以百万计，计和款

二十年则已饱虏二千万矣。 虏有二千万之增，则中国有二千万之损……即虏不渝盟而中国坐

困，恐亦万无可支之理。⑤

崔景荣和张贞观两人论调等同，但所引数字相差悬殊，大概是由于在他们来说，具体数字并不太

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中皆带有对当权者进行的政治攻击的色彩。 当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

时行就洮河之变发生后的政治情况记述道：“廷议纷纷谓虏已渝盟，顺义实助逆，洮河且陷，临、巩且

陷，危若累卵。 因归咎本兵，并论余失策……一时幸灾喜功者，皆攘臂谈边。”⑥而陕西道监察御史万

国钦的《大臣互党误国欺君致遗虏患乞赐罢斥疏》（万历十八年九月）便是当时谴责申时行言论之一

例。 “自款贡以来，巧宦之缙绅与庸驽之介胄，皆以边方为捷径，既无战争之险，又有异数之恩，升转

赏赉倍于内地，日浚其甲士之衣粮，以媚［申］时行，岁以十数万计。 无事之时，则为之援引，失事之

时，则代其蔽护。”⑦万国钦具体列举了行贿于申时行而取得美缺的人名及贿赂银额，甚至将其比作宋

代奸臣秦桧。⑧ 在批判者的心目中，“款市”成为了媚外和贪污的代名词。 万历二十年以后，明朝先

后发生了对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等边疆的战乱，款市问题便不再是围绕边疆的议题之中

心，但对中央政府款市政策的批评并未消失。 比如，丁元荐《国事日非隐忧可惧乞图更化以中兴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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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二年）云：“盖中原财赋辇而之九边，九边之士曾不得一饱，复辇而之长安中贵人”；而李三才

《极陈国家治乱大关疏》（万历三十四年五月）也指出：“大将偏裨皆有贿得，督镇文武总属和同，战者掩

败以为功，和者苟延以希宠，饷分为三，一以媚虏，一以交结，一以自润。”①小野和子曾对这些言论加以

详尽分析，认为他们强烈指斥媚外、贪污的态度构成了后来集聚于东林书院的人士之共同特点。②

虽然在洮河之变时期，内阁成为款市反对派的谴责对象，但在内阁里面也并不是没有对边镇现

状的批判。 比如大学士陈于陛《披陈时政之要乞采纳以光治理疏》 （万历二十三年二月二日）作为

“时政六要”之一，举出“清查边饷”一事，其内容与上述批评颇有共同之处。 首先，他列举出具体的边

饷数字来加以说明：“今之谈财计者，至析秋毫矣，而军国之费，浩穰浮溢，无若边饷者。 四方财赋岁

入太仓银库，不过二百五十余万，而各边客年例兵饷③乃至三百余万，真天下第一漏卮也。”但他并不

是反对款市。 其次，他又强调了从成化年间到隆庆初年的太仓银库送边年例银从每年四十余万增加

到二百八十余万的激增情况，从而指出由于隆庆五年的和议，“凡征调行粮摆边按伏之类，已为渐减，
比之往时……则又大有间矣。”令陈于陛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然今之年例，尚多至三百三四十万，比
隆庆间反增数十万，此其故，良有不可究诘者”。 他提供了如边镇数目增加、兵丁名色增加、每年抚赏

费用增加等，但也认为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边吏的贪污。
或扣减而他用，或掊克以自封，疆场之吏，垂橐而往，捃载而归者，比比有之。 甚乃宾僚游

士，出一言而曳绮履珠，星相卜技，挟一刺而籝金傅食。 此等滥费，非从天降，非自神输。 不过脱

之公物，麇之私窦。 而行伍则日销弱矣，马匹则日倒死矣，城堡则日颓塌矣……且以国家经费无

穷，百姓膏血日竭。 大司农早夜蒿目钵心，为一切权宜以佐国，取之尽涓滴，而泄之若尾闾。 天

幸黠虏款塞，华夷安堵，尚且捉衿露肘，枝梧不给。 有如一旦渝盟溃防，征调驿骚，又将何以加

之。 此安可恬然坐视而不为之计划也。④

据陈于陛所言，在边镇发财者不仅有“疆场之吏”，而且包括“宾僚游士” “星相卜技”之类。 因

此，尽管兵士的生活日益穷困，但当时北边仍充满着可踏入社会上升之阶梯的机会。
（二）白银北流的实际情况

如上述陈于陛的奏疏所示，弘治年间以后边饷之急速增加为晚明官员们所注目。 关于明代边饷

的数量，以全汉昇、李龙华为先驱，不少学者做过研究，⑤关于数字的精确性，学者间仍在互相商榷。
由于本文的目的不是算出边饷的准确数据，而是弄清当时论者对边饷数量的认识，所以在这里仅举

出概略的数字。 明代后期边镇粮饷的来源除了户部太仓银库支出的军费以外，还有屯粮、民运、漕
粮、盐引等，其中占较大比例而且数量较明确的是太仓银库支出的军费中的京运年例银。

图 １ 显示，京运年例银的数额从 １６ 世纪初的 ７０ 万两一直增加到 １７ 世纪初的 ４００ 万两。 但应该

注意，户部支出的边镇军费并不限于京运年例银。 比如，嘉靖三十一年正月，户、工二部上奏：“自二

十九年十月至于是月……所出自年例各边主客兵银二百八十万外，新增军饷二百四十五万有奇，及
修边、赈济费共八百余万。”⑥嘉靖二十九年政府面对庚戌之变，被迫周章备御，京、边岁用的军费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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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疏钞》卷 １，《续修四库全书》第 ４６８ 册，第 ７３、１１４ 页。
小野和子 『明季党社考』，１１２ 頁。
“客年例兵饷”疑是“主客年例兵饷”之误。 当时边镇有主兵和客兵之别，万历《大明会典》（万历十三年成书，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版）卷 ２８ 所载各镇主兵京运年例银数和客兵京运年例银数分别是大约 １７８ 万和 １２１ 万，所以陈于陛记载的“三百余万”应该是主、
客年例银的合计。

《明经世文编》卷 ４２６，第 ４６４９—４６５１ 页。
全汉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６ 卷第 １ 期（１９７２ 年）；赖建

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１５３１—１６０２》，“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公司 ２００８ 年版；范传南：
《明代九边京运年例银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明世宗实录》卷 ３８１，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己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６７５１—６７５２ 页。



图 １　 明代后期的京运年例银

资料来源：图中个别年份的京运年例银额，参见全汉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

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６ 卷第 １ 期（１９７２ 年）。 １０ 年平均边饷额是依

据户部尚书赵世卿万历三十六年三月所奏《国计要览》（《万历邸钞》第 ２ 辑，第 １５２６ 页）中的京

运车例银的 １０ 年合计额而整理。
说明：赵世卿《国计要览》记载的数字中，嘉靖四十一年到隆庆六年的总额是 １１ 年的合计

额，而万历三十一年到三十五年的总额是 ５ 年的合计额。

增，其后数年间的实际军费的推移如下：嘉靖三十年，５９５ 万两；三十一年，５３１ 万两；三十二年，５７３ 万

两；三十三年，４５５ 万两；三十四年，４２９ 万两；三十五年，３８６ 万两；三十六年，３０２ 万两。①

综合来看，明代后期白银北流的数量的确相当大，其增长速度也十分迅猛。② 这是当时官绅共同

认识到的。 但反对款市的上述言论所批评的未必是白银北流本身，而是白银“往而不返”的问题。 下

面来探讨一下他们的论点是否有确凿证据。
款市反对派的一个论据是，蒙古人“贪索无厌”，通过互市和抚赏，榨取中国的财富。 其实北方诸

镇的情况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 在以往有关隆庆和议以后互市问题的研究中，最受关注的是宣

府、大同、山西等属于宣大总督的边镇，因为这些地区在官方的支持下，互市规模较大且急速增加。
与此相比，在陕西三边总督治下的西北诸边镇，如延绥、宁夏、固原等地，总督、巡抚等官员则对互市

采取了消极态度，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客商不多且官银不足，没有条件推进互市。 虽然西北诸镇不得

已接受了中央政府推进互市的政策，但其运营进展得并不顺利，还引发了洮河之变等骚扰事件。③ 对

于地处东北的辽东而言，其从永乐年间开始的马市一直存续着。 由于貂皮、人参等产品的输出，辽东

的马市交易呈现出与其他边镇不同的发展面貌。
就宣府、大同、山西的互市而言，官市购买的马匹数目在隆庆五年是 ７ ０３０ 匹，而在万历二年增加

到 ２７ ０００ 余匹。 万历三年宣大总督方逢时建议，三镇市马匹数以每年 ３４ ０００ 匹为率，该银 ２３０ ０００
两。 此后数额继续增加，万历十六年宣大总督郑洛提议，三镇市马数以 ５０ ０００ 匹为上限。 从万历十

九年到四十年的三镇马匹交易的定数是 ５７ ５００ 匹，该银 ３２５ ０００ 两。 至于抚赏，蒙古各部要求抚赏的

压力颇大，万历十九年规定的三镇抚赏额为 ８８ ０００ 两。 从此看来，上述崔景荣塘报中“总计各边市赏

之费，每年……以四十万计”这一记载不为夸大。④ 但这些白银未必都是“往而不返”的。 郑洛在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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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实录》卷 ４５６，嘉靖三十七年二月戊戌，第 ７７１２—７７１３ 页。
白银北流对民间经济造成了多大影响当然与当时的白银总流通量有关。 崇祯末期，建议行钞的蒋臣估计当时中国白银总

流通量为 ２ 亿 ５ ０００ 万两，但其根据不明。 参看寺田隆信 「明末における銀の流通量について———あるいは蒋臣の鈔法について」
『田村博士頌寿記念東洋史論叢』 同朋舎，１９６８。

城地孝 『长城と北京の朝政』 第 ５ 章。
金星：《试论万历年间明朝与右翼蒙古在宣大山西三镇互市及抚赏额的确定过程》，全荣、云广主编：《朔方论丛》第 ６ 辑，内

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６１—１７２ 页。



河之变后担任七镇经略时，提议设立章程来加强对蒙古部落的监督，具体包括：“在市应易马匹、应给

抚赏，逐部逐酋细为分别。 某酋每岁在市，应卖马若干，内银马几两者若干，［货马］几两者若干。 货

马该缎 者若干，该布匹者若干，该皮张者若干。 应给抚赏若干。”①

从有关“货马”的记载来看，一部分马价是用物品支付的，也就是说，在各镇购买缎绸、布匹等中

国产品时，作为购物费的白银留在中国国内。 同样，当抚赏时，除了白银以外，还将绸缎、布匹等物品

给予蒙古部落，所以抚赏费用的一部分也会回流到中国内地。
款市反对派的另一个论据是，贪官污吏私吞了边饷的一大部分。 李三才指出：“饷分为三，一以

媚虏，一以交结，一以自润。”姚希孟也说：税银“辇输塞上，半入穹庐，半入私橐”。② 对中央政府的当

权者进行政治攻击时，往往会利用边镇的贪污问题，如上述万国钦曾指斥，内阁首辅申时行从边镇官

弁接受“岁以十数万计”的贿赂而为这些行贿者进行“援引”和“回护”。 虽然带有政治斗争色彩的这

些言论难以被完全相信，但边镇官弁向京官馈赠礼品的习惯在当时被认为是拉关系的比较普遍的手

段。 １６ 世纪后半期的北边社会，在极其混乱的同时，也为钻营牟利的政客提供了攀附发迹的机会，因
此贪污、勾结等现象亦比其他地区更为显著。

从白银流向层面来看，流入贪官私囊的白银究竟到哪里去了？ 如果他们不是将全部白银贮藏起

来，而是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购买商品，白银还是会回流到国内的。 即便他们购买的是奢侈物品，也
会通过涓滴效应（ｔｒｉｃｋｌｅ⁃ｄｏｗｎ ｅｆｆｅｃｔ）对一般经济发挥一些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边镇官弁中饱私

囊的白银不能说是全部“往而不返”。
总结起来，在明代后期，伴随着北边军费的增长，“白银北流，往而不返”这一问题为许多官绅所

忧虑。 反对北边款市的论者特别尖锐地批评了白银流出边外之情形。 但他们的言论未必出于客观

的经济分析，而往往是以媚外和贪污为由攻击政敌的手段，所以含有不少夸张成份，不能完全被相

信。 即便如此，在中国国内，诸多地区的确存在白银不足的感受，这也构成了“白银北流，往而不返”
这一说法被接受的基础。 下面将分析明代后期有关白银不足与其解决方法的言论。

二、货币不足与其解决方法

（一）开矿和铸钱

与申时行一起在内阁供职的王锡爵，在写给辽东巡抚顾养谦（任万历十四年到十七年）的书信

中，引用袁黄（了凡）之言指出：“内地括尽，只今已肉尽髓枯，将来天下之乱，必起于民穷而不在边。”
又言：“不佞闻敝州古老有言，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贱者，由于银贵。 银贵由官司之解多而用缺少。 米

贱则耕农愈无利而田愈荒。 此亦似有理。”③王锡爵是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信中所谓的“敝州”是
太仓州。 从嘉靖初年到万历年间止，江南米价的确颇贱，停留在每石 ５ 钱的水平。④ 在这里，王锡爵

不是从国家财政或对外关系的角度，而是从他的故乡江南农村的民生问题这一角度出发指出了白银

不足之严重。 如何解决白银不足是当时官员共同面临的课题。 如上所述，有些论者专门将北边款市

作为白银流出的罪魁祸首来批评，但另一群人则主张通过货币改革来解决白银不足，尽管他们也认

为白银北流的确是白银不足的直接原因。
隆庆三年兵部侍郎谭纶奏上《论理财疏》，主张“令民得以钱输官……则百姓皆以行钱为便”。⑤

翌年二月靳学颜上奏的《讲求财用疏》指责白银经济的弊端，并提倡钱法，这可说是明代后期货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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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性文章之一。① 当时靳学颜担任山西巡抚，他上奏的时期是把汉那吉降明的半年以前，北边情

况十分紧张。 他在该文的前半部分讨论边饷问题，将裁减边镇军费的主张指斥为“未尝居是地者”之
言。 他承认“今日耗天下之财者，天下之兵也”，但强调“在京与边，犹当倍其数而责其实。 何敢言耗

也”。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解决边饷问题？ 关于这一点，他指出：
今天下之民，愁居慑处，不胜其束湿之惨，司计者日夜忧烦，惶惶以匮乏为虑者，岂布帛五谷不

足之谓哉？ 谓银两不足耳。 夫银者，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由也。 不过贸迁以

通衣食之用尔。 而铜钱亦贸迁以通用，与银异质而通神者……今独奈何用银而废钱？ ……钱法一

政，久矣其不举矣。 钱益废，则银益独行；银独行，则豪右之藏益深，而银益贵；银贵，而货益贱……
当时有些论者建议开矿，但靳学颜坚决反对开矿，即“矿不可开，开盖无益也。 一禁而不可弛，弛

则乱矣”。 他主张国家铸钱对小民特别有利，因为小民使用货币不是为了大量储藏，而是为了日常生

活上的顺利流通。 “行法令者，自贵近始”，只要朝廷收支兼用铜钱，就“有出有入，而民间无底滞之

患，诚以上下交会，血脉流通故也”。 靳学颜上奏六年后的万历四年，政府发出各省一体开铸的命令，
从万历四年到十年进行铸钱，但没能顺利流通。② 尽管如此，在万历年间，与靳学颜的看法相似的建

议为数不少，在此举出若干例子。
历任山西巡抚、总理河道等的万恭在 １６ 世纪 ８０ 年代写的《钱谷议》③之开头，对当时货币不足的

情况描写如下：
今制天下生民之命者，非银谷二权哉。 顾银贱则病商，谷贱则病农。 善养民者必持二权而

盈缩之，勿使偏胜，而后天下安。 人之言曰，年歉则谷贵，年丰则谷贱，今天下比年往往病年歉矣

而谷愈贱。 人之言曰，谷贵则民饥，谷贱则民饫，今天下比年往往病谷贱而民愈饥……此其故非

谷之多也，患在银之少也。 夫银少则谷不得不贱售而输之官，贱售则谷益乏，谷乏则民养日微，
民命日蹙。
万恭举出税银北流和商舶遇难等情况，作为白银不足的原因。

计今国家天下常供四百万两而发边独二百万两。 往年发边之银，所得者皆吾军也。 吾边之

民又转贸易而归于腹之民，军民相化，边腹相通，而天下之银故在也。 自互市之法起而发边之银

岁入于虏陆者，一去而不复还。 又自风涛之患起而商舶之银沉于江水者，一陷而不复起。 终岁

计之，岂百万已哉。 是中国之银岁以百万消铄也。
万恭主张解决银荒的方案有二，即开矿和铸钱。 与靳学颜不同，他认为开矿在治安上问题不大。

如果各处开矿，围绕矿利的竞争就不会那么激烈，并且如能派冗兵轮流守矿，月粮之外还能以矿砂为

行粮的话，可算兵民两便。 万恭还提议“公矿利”，亦即“矿既尽开，不必笼而归之官也，不必厉而禁之

民也”，其理由为：“诸色人等尽许贩矿镕矿，毋有所禁。 久之则山矿之利既然广，民间之银愈多，上之

赋役易以供，下之衣食易以饶。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其视与民争山泽之利，孜孜然归之内帑，需之

官库者，所得孰多也。”
关于钱法，万恭与靳学颜同样，强调铜钱能否流通的关键在于官府：

今钱源在铸钱局，一流而为官库，再流而为大贾，三流而为市肆，四流而为贩夫，五流而为小

民。 故官库纳则大贾有所售而欲之矣，大贾纳则市肆有所售而欲之矣，市肆纳则贩夫有所售而

欲之矣，贩夫纳则小民有所售而欲之矣。 故通钱法者先通流。 今有司者不责官库而责大贾，不

责大贾而责市肆，不责市肆而责贩夫，不责贩夫而责小民。 流之不浚源，将安施，此所谓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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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经世文编》卷 ２９９，第 ３１４０—３１４９ 页。
《明神宗实录》卷 ４９，万历四年四月壬申，第 １１２９—１１３１ 页。
笔者曾引这篇文章，当时误以为郭子章之作（参看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 ２１１ 页），谨此订正。



与此同时，他主张大开私贩之禁，使铜钱跨省境而流通，以实现“万物一体、四海一家”的“荡荡大

一统”。①

又如陈懿典《客问开矿利害对》以对话形式讨论了开矿问题。 提倡开矿论的“客”与其他论者相

同，对白银北流抱有危机感，即：
今天下财计竭矣。 古人有云，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今日之财以为在上则司

农告匮，那借不给，以为在下则民间若扫，十室九空。 此无异故，则一自款市以来，中国之镪岁费

虏中者几百万，积之二十余年，不下二千万。 此二千万者往而不返，如归尾闾，不复流注于内地，
何怪官民之两困也。

“客”亦强调开矿之利如下：
此为天地自然之利，国家不涸之仓，苟专官弹压，列戍戒严，即募近矿之民，分布开凿，设法

陶炼……则不加赋而用自足，可以富国，可以强兵，可以赡天潢，可以支工役，可以待非常意外之

用，此大利也。 即有小害，犹当不顾而行之。
对此，陈懿典主张，开矿“利不胜害，究且有害而无利也”，其理由为：投机性太高；需要太多资本；

有侵渔耗蠹之弊等。 一旦聚工开采，即便利益不多，也没法关停矿场，因为失业工人会掀起暴动。 纵

使民间自由开采，也没法禁止奸民、亡命者从中作恶。② 陈懿典在另一篇文章《钱法》中，主张铸钱之

利，其提倡官府收支使用铜钱的论点，与同时代的其他铸钱论者相同。③

户科给事中郝敬在万历二十六年写的《钱法议》也是该时期颇有特色的钱法论。 其曰：“天生五

金，并为民利，而金、银最少，铁、锡太贱，惟铜为适中，古今之通币也。”关于当时货币流通情况，郝敬

指出：
今海内行钱，惟北地一隅，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 即北地，为民间贸易，而官帑出纳，仍用

银。 则钱之所行无几耳。 举天下之人，用其最少者，若之何不匮。 况逐年九边之费，往而不返，
顷者天府之入，又闭而不出。 银非雨之自天，非涌之自地，非造之自人，奈何不竭。
与白银相比，铜之铸为民间什器者和产于名山者都不知“几千万亿”，假使尽天下之铜铸造为钱，

足以解决货币不足，“盖铜因与山，自然不费，而钱成于人，铸造无穷”。 郝敬还建议铸大钱，或一当三

十，或一当五十。④ 其提议没有被付诸实践，但在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兵部尚书王象乾上奏建议铸大钱

时，政府采纳了其提议，铸造当十大钱，天启五年下令停铸。⑤

（二）白银进口

如上所述，为了解决白银北流问题，不少官员热心讨论铸钱、开矿等方策。 但值得注意的是，隆庆、
万历年间是海外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的时代。 关于 １６ 世纪后半期的白银流入量至今还没有精确的

统计，但据万志英的推算，１５５０—１６００ 年从日本、美洲等地流入到中国的白银数量一共为２ １５４—２ ３３４
公吨，年均 ４６ ６００ 公斤，即相当于 １２５ 万两。 在 １７ 世纪前半期，白银流入量增大到年均 ３１１ 万两。⑥ 与

上述京运年例银额相比，白银流入量相当于京运年例银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为数颇为可观。
至于当时慨叹货币不足的论者是否曾注意到白银流入这一现象，而试图将其作为解决银荒的方

策，据管见所及，当时论者虽然知道流入中国的白银来自日本、吕宋等，但很少有人把东南沿海的贸

·２１·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以上参见万恭《钱法议》，《明文海》卷 ７８，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７４５—７４６ 页。 至于明显的错字，依照《文渊阁四库全书》
所收《明文海》修改。

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 ２８，《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７９ 册，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５２９—５３０ 页。
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 ２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７９ 册，第 ４４０—４４２ 页。
郝敬：《请行钱法》，郝敬：《山草堂集》第 １０《谏草》卷上，明崇祯三年刊本。
关于从万历到崇祯年间的铸钱政策，万志英做过详细的研究。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ｖｏｎ Ｇｌａｈｎ，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０００ － １７００，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Ｃｈａｐｓ􀆰 ５ － ６􀆰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ｖｏｎ Ｇｌａｈｎ，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Ｆｏｒｔｕｎｅ：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０００ － １７００， ｐ􀆰 １４０􀆰



易和白银北流问题结合起来而主张推动海上贸易。 有些论者注意到了东南海市与北边互市不同，在
中国而言，并没有损失。 比如陈懿典在《驭倭议》中讨论了对日本封贡问题。 据载，当时有些论者主

张“贡则必开市赏，大费帑藏金钱，又增中国一个款虏也”。 对此，陈懿典反驳道：“虏环边而九，市赏

亦环边而九。 倭即与市不过修复一市舶，况虏利吾镪，而倭饶金，所贪汉物缯絮也，何大费也。”①

在嘉靖、隆庆时期历任各地地方官而熟悉全国情况的张瀚在《松窗梦语》（万历二十一年）中强调

东南海市利于中国：
至西北互市与东南海市，其于国计民生损益利病，试两持而并较之，不啻天壤易判，黑白易

分也……夫九边互市之初，始以纻币，今以金帛，而虏酋之交易惟马。 余以纻币而易马，其利犹

在中国……今但售以金帛，是金入一去不返之虏，而以中国所衣之帛，易无用之驽骀也，不敌明

矣……若夫东南诸夷，利我中国之货，犹中国利彼夷之货，以所有易所无，即中国交易之意

也……且互市所输，皆国家帑藏，即闾阎脂膏。 海市所易，皆民间财货，无妨国计。 互市有损而

无得，海市有利而无害，主计者何不思也。②

张瀚对互市和海市加以比较的逻辑是：互市是中国金帛和蒙古驽骀的不等价交换，而海市对中

国和东南诸国都有利益；互市动用的是国帑，而海市是出于民间自愿的交易，与国家无关。
南京工部右侍郎何乔远在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和四年写的《开洋海议》和《请开海禁疏》里用“出孔”

和“入孔”这一比喻把北边互市和东南海市结合起来论述，其论点比较新颖。 在这两篇文章中，何乔

远说明了吕宋、红夷（荷兰）、暹罗、柬埔寨、广南、顺化以及日本等中国周边各地区的物产和交易情

况，特别注意到吕宋和日本专门用白银购买中国产物。 他在《开洋海议》中指出：“今中国之中，只此

财用，有出孔而无入孔。 出孔莫大于西北边，而入孔莫大于西南夷。 出孔者以之款虏守边，一出而不

可复返。 入孔则西南夷，宝货所聚，而一切闭绝之，而徒求之加派重敛之间，其后民不堪命，转而为

盗，则征剿之费又继其后，破财更大，瓦解土崩，皆兆于此。”③这里所谓的“西南夷”，从这篇文章的主

旨来说，是指海洋贸易的另一方，即吕宋、红夷以及东南亚诸国。 以往主张开海禁的论者主要以沿海

小民的生计为由，但何乔远认为泉州、漳州人民的生计问题“犹其小者也”，而吴、越之湖丝、江西之磁

器等出口大宗商品带来的利益更大。 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商贾之利“犹其小者”，而最大的利益是整

个中国“财用”的充裕与其带来的国家安全。 但值得注意的是，何乔远曾在对日本封贡论战时坚决反

对封贡，尽管当时日本是向中国输入白银的最大来源。 他批评兵部尚书石星主导的和平解决的努

力，主张北边款市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姑息的绥靖政策无法制止边疆的骚乱。 他还指出：“言者又曰：
“款倭与款虏异，款虏用金，款倭用市，且我有利。”则又非也。 今吕宋、西洋之国辐辏互市于东粤，不
可胜计，何独佞一倭哉！ ……夫虏劲而戆，难战尚易防也。 倭柔而奸，难防又难战也。”④由此可见，不
仅北方的白银流出问题，南方的白银流入问题也是与对外战争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当时大部分的论者虽然共有“白银北流，一去不返”的危机感，但其所激发出的经济议

论却五花八门，趋向不同。 下面将尝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长期视野中，探讨这些议论的意义。

三、长期视野中的白银北流争议

（一）白银流出对国计民生的影响

隆庆和议后，由于北边的停战和以考成法为中心的不许税粮逋欠的政策之推行，⑤太仓银库入不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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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 ２８，《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７９ 册，第 ５１９ 页。
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８５—８６ 页。 关于《松窗梦语》中互市和海市之比较，小野和子已经有所涉及。 参

看小野和子 『明季党社考』，１０３—１０４ 頁。
何乔远：《镜山全集》卷 ２４，明崇祯十四年序刊本。
何乔远：《镜山全集》卷 ３１《上石东明大司马书》，明崇祯十四年序刊本。
参看岩井茂樹 「張居正財政の課題と方法」 岩見宏·谷口規矩雄編 『明末清初期の研究』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１９８９ 年。



出的情况在 １６ 世纪 ７０ 年代得到了相当的缓解，万历五年甚至出现了盈余。① 但张居正领导的克服财

政危机的努力伴随着内阁权力的强化和对反对者的弹压，因此言官和内阁之间的矛盾急速加剧。
其后，蒙古人对于市赏的要求不断上升，九边纠纷时而发生，北边的经常支出依然增长，太仓收

支再度陷入严重赤字。 这一形势给批判者提供了攻击内阁的有力论据，以“媚外、贪污”等名目弹劾

当局者的文章陆续上奏到朝廷。 “漏卮”“尾闾”“一去不返”等词语成为描写白银北流的习以为常的

表达方式，尽管他们未必认真考究过其精确内容。
虽然白银北流问题成为抨击政府的一个论据，但这并不能归结为“藏富于民”和“藏富于官”的对

立。 有些论者引用了司马光所谓“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之言，可是他们瞩目的是，当时

财富既不在民又不在官的这种官民两困局面。 白银北流不是国内的财富分配问题，而是财富外流问

题。 换句话说，当时论者所追求的是包括国计和民生在内的“中国”②之利益。
一部分论者不仅注意到“流出”，而且把“流出”和“流入”结合起来评论，如何乔远的“出孔”和

“入孔”论便是如此。 但这种论点在明末时期是比较孤立的，“整个中国的国际收支”的观念似乎还没

有确立起来。 清朝入关之后，由于北边的军事对立消失，白银流出这一问题也随之消失了。 在康熙

年间前半期，清朝为对抗台湾反清势力而采取海禁、迁界政策的时期，许多论者关注到白银不足带来

的经济萧条。③ 这个时期的中国民间经济情况与明末的银荒谷贱现象颇有共同之处，本文开头所引

黄宗羲的文章中也带有与明末论者相似的口吻。 虽然在康熙年间，问题的中心不是白银流出而是白

银流入的减少，但清初人士对银荒的危机感可说是直接承袭了明末的白银不足论。 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台湾降服，清朝取消海禁、迁界政策，允许民间开展海外贸易。 从 １７ 世纪末到 １９ 世纪初的一

百几十年间，海外白银大体上顺畅地流入中国而几乎没有流出，所以有关白银流出入的问题很少引

人注目，尽管有些被短暂执行的海禁措置引起了争论。 １９ 世纪前半期的道光年间，白银流出问题伴

随着鸦片的大量流入而显得颇为严峻，“漏卮”问题再度成为官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二）白银和铜钱

与批评款市的论者不同，不少明朝官员认为，从回避战争节约军费起见，款市是不得已的。 当时

主张通过铸钱来解决货币不足问题的著名论者中，谭纶、靳学颜、万恭等人曾担任过北方军事方面的

官职，他们充分认识到白银北流问题之严重，但同时也熟知取消互市是不可能的，因此试图用取消互

市以外的方法来克服官民交困的窘境。
明代后期的铸钱论总是涉及白银和铜钱孰优孰劣的问题，这与“何谓财”的问题分不开。 当时有

关白银北流的文章中，频繁出现“财”这一字眼，如前述崔景荣所言“未和之先，财在中国，既和之后，
财入夷狄”等。 从上下文判断，其“财”在很多场合是指白银，至少是包括白银。 另一方面，在明末“白
银非财”的看法也并不罕见，如徐光启在《屯田疏稿》（崇祯三年）里主张：

臣窃谓，欲论财计，先当论何物为财。 唐宋之所谓财者，缗钱耳。 今世之所谓财者，银耳。 是皆财之

权也，非财也。 古圣王所谓财者，食人之粟，衣人之帛。 故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也。 若以银钱为财，则
银钱多将遂富乎。 是在一家则可，通天下而论，甚未然也。 银钱愈多，粟帛将愈贵，困乏将愈甚矣。④

靳学颜也执有“银者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尔”的看法，这与徐光

启没有不同。 但靳学颜主张增加货币数量才是摆脱困境的正途，在这一点上与徐光启相反。 这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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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汉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６ 卷第 １ 期（１９７２ 年）。
本文所引的史料中，有些人用“中国”一词，而另一些人用“天下”一词，但两者指的对象没有区别。
关于康熙年间围绕白银问题的经济争论，参看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 ７ 章。 关于“康熙萧条”的原因和

性质，目前学界的看法没有取得一致。 参看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ｖｏｎ Ｇｌａｈｎ，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ｏｒ Ｆｏｒｔｕｎｅ：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７，
Ｃｈａｐ􀆰 ７；岸本美緒 「明末清初の市場構造———モデルと実態」 古田和子編 『中国の市場秩序———１７ 世紀から２０ 世紀前半を中心に』
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３ 年，等等。

《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２３７ 页。



因为靳学颜写《讲求财用疏》时正值谷贱的时代，而徐光启写《屯田疏稿》的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农

民战争，物价正在上升，该文的目的是试图振兴农业来解决谷贵问题。①

铸钱论者讨论铜钱和白银之优劣时，强调白银易于枯竭，其原因之一，如前述郝敬所言：“银非雨

之自天，非涌之自地，非造之自人，奈何不竭。”并且白银有利于囤积、掠夺者，而铜钱与此不同，“一曰

盗不便，一曰官为奸弊不便，一曰商贾持挟不便，一曰豪家盖藏不便”，因此铜钱“于小民无不利也，独
所不便者奸豪而已”。② 与白银对比，铜钱源源流通不竭，当时铸钱论者使用多种比喻来提倡发挥铜

钱的优点，如陈懿典套用“钱者，泉也”这一熟套的比喻写道：
钱者，泉也。 欲其行如流水，与诸货币相为灌输而无滞也。 夫百川注于海，海受百川，从尾

闾复渗泄于地中而成泉，是以周流循环而无壅隔之患。 财贿之在民间畎浍也，在官帑江河也，在
朝廷大海也……钱之行，其利权在上也，然上有其权而不使下有其用，则权格，如是则不行；其利

用在下也，然下有其用而苟非上一其权则用穷，如是则不行。 盖必下而上，上而复下，自民间而

官帑、而朝廷，若畎浍川泽之奔流于大海；自朝廷而官帑、而民间，若海水之复出于地中，乃称周

流哉。③

与政府不能直接控制的白银不同，控制铜钱之“权”只有君主才能拥有，“钱者权也，人主操富贵

之权，以役使奔走乎天下”。④ 在铸钱论者看来，这是铜钱的优点之一，但他们强调政府的“权”不应

该是掠夺的手段。 如何在官民之间让铜钱顺利“周流”，使国计和民生双方得到恢复，日益充裕起来，
正是他们的课题。

从 １７ 世纪 ２０ 年代到 ５０ 年代的明清交替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频频发生，物价趋于上升。
这个时期也出现了有关货币的讨论，比如蒋臣在崇祯十六年提出的行钞建议等，但这与其说是解决

民间货币不足的方案，不如说是为了化解国家财政危机而做出的孤注一掷的努力。⑤ 如上所述，在康

熙年间，银荒再度成为严重的经济问题。 当时为解决货币不足而展开的经济议论精彩纷呈，如对以

银纳税的批判、废银用钱论、发行铜钞论、白银输入论、反储藏论，等等。⑥ 其中，反对专用白银而提倡

多用铜钱的论点，以顾炎武、黄宗羲等遗民大儒为首，为不少学者所推崇。 明末的铸钱论对这些清初学

者的影响是明显的，但与明末相较，清初的用钱论者对国家财政不太关心，而是主要从地方民生的观点

指出白银的弊端，如容易流出、囤积等。 这大概因为他们主要是在野的学者，缺少对清朝政府的认同感。
从 １７ 世纪末起，由于白银进口的恢复，白银不足问题趋于化解，而到了 １８ 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货

币使用状况又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伴随着云南铜矿的开发和铜钱的大量铸造，铜钱在许多省份取代

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特别是在华北、华东诸省具有绝对优势。⑦ １９ 世纪前半期的道光年间，由于白银

“漏卮”，货币问题再度成为经济论争的焦点。 当时与明末清初不同，除了银两以外，铜钱也大量流

通，还有外国银元、民间钱票等，因此货币流通的情况变得十分复杂。 但从针对白银外流的危机感和

试图寻找另一种货币代替白银的努力这一点来说，道光年间的货币论与明末清初的货币论颇有共同

之处。 道光年间货币论战的中心是可否发行不兑换纸币乃至面值大于实值的铜钱这一问题，其逻辑

主要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⑧

·５１·

晚明的白银北流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康熙《嘉定县志》卷 ３《祥异》万历四十八年条记载：“自后，米无岁不贵。”由此得知江南的谷贵是从 １７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的。
靳学颜：《讲求财用疏》，《明经济文编》卷 ２９９，第 ３１４７ 页。
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 ２４《钱法》，《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７９ 册，第 ４４０—４４１ 页。
靳学颜：《讲求财用疏》，《明经济文编》卷 ２９９，第 ３１４５ 页。
关于蒋臣的钞法，参看叶世昌《明末蒋臣建议行钞始末》，《中国钱币》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 ７ 章。
岸本美绪：《清代中期中国的货币使用情况———以东南诸省为中心》，陈慈玉编：《承先启后———王业键院士纪念论文集》，万

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９５—２２２ 页。
关于道光年间的货币论战，参看林满红《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２０１１ 年版，特别其第 ４ 章。



结　 语

在全球史研究的潮流中，有些欧美学者指出，１６ 世纪中叶以后白银在全球范围大量流通之最根

本的原因，与其说在于梦想发财的欧洲商人向海洋的发展，不如说在于吸收世界白银的中国的白银

需求。① 据他们说，明末中国好像“没有底的白银排水口（ｂｏｔｔｏｍｌｅｓｓ ｓｉｌｖｅｒ ｓｉｎｋ）”吸引了美洲和日本

的白银。 这个比喻或许有点极端，但当时中国的白银需求十分强烈则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而其

原因之一无疑是从中国内地向北边的白银流出及其带来的慢性银荒。
明末中国官绅针对白银外流的危机感和试图克服货币不足的努力令人想起在同时代欧洲诸国

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思想。 但与从 １６ 世纪到 １８ 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相比，明清中国官绅对外国贸

易的关心和政府改善贸易收支的努力都并不太大而且缺乏持续性，尽管在货币不足和销路停滞时，
也曾反复出现过一些多少涉及到对外贸易的议论。 之所以如此，大概因为当时中国的出口商品有着

很强的竞争力，只要不存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障碍，就很容易获得广阔的销路，没有必要与近邻诸国

展开激烈的竞争。 因为清朝中期的大部分时期，由于贸易顺差，白银顺利流入中国，所以政府不需要

有意识地采取推动出口、限制进口等政策，而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国家安全方面。
美国学者罗威廉在分析包世臣经世思想的最新著作中指出，包世臣、王鎏等在道光年间提倡的

经济主张，如抵制鸦片进口、改善贸易收支、发行“国家通货（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即钞票）等，反映出

他们的“早期中国民族主义（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② 那么，明末论者对白银北流的批评、铸
钱论、发钞论等是否也可以视为经济上的民族主义之萌芽？ 这一问题留待日后研究。 近年来欧美学

界对 １６ 到 １８ 世纪欧洲经济思想的研究已经摆脱了以往单纯的“从重商主义到自由放任主义”的框

架，而关注到经济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③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明清中国经济思想在宏观的比较

视野中呈现出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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